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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乡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加速了中国社会步入长寿时代。 中国人

口经济的巨大变革冲击着老人与成年子女的代际居住安排, 进而或可加剧老人的死

亡风险。 保障老年人拥有更长期的晚年福祉, 共建代际友好和性别友好等可持续发

展的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利用 2001—2015 年 6 期 “安徽省农村老人生活福利状况

跟踪调查” 数据, 构建 Cox 比例风险模型深入剖析农村老人与成年子女同住变动

对其死亡风险影响的性别差异。 研究发现与 “一直不与子女同住” 相比, “同住变

为不同住” 显著提升了老年父亲的死亡风险, 却显著降低了老年母亲的死亡风险;
“不同住变为同住” 显著降低了老年母亲的死亡风险, 而 “不同住变为同住” 在控

制有老伴后降低了老年父亲的死亡风险; “一直同住” 均显著降低了老年父亲或老

年母亲的死亡风险。 研究揭示了农村老人仍受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 淡化 “男外

女内” 或 “男强女弱” 等传统劳动模式或可降低老年父亲的死亡风险, 构建性别

分工包容型社会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揭示了老年父亲更受益于婚姻, 农

村老人再婚应被鼓励, 其可以提升老年人的晚年福祉, 减轻子女于长寿时代相对漫

长的物质及精神赡养负担; 揭示了成年子女是老年父母构筑牢固死亡风险屏障的决

定力量, 国家所倡导的代际同住或就近居住需要社会、 家庭及个人的共同努力。 研

究对长寿和谐社会下降低农村老年父母的死亡风险, 保障其晚年健康福祉, 共享健

康红利和中国经济发展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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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21 年 11 月 24 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 《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 鼓励

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共同生活或就近居住[1] 。 七普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农村 60 岁

及以上老人占比达到 23. 81%, 农村老龄化尤为严峻[2] 。 受传统孝道文化影响和劳动力迁移

的限制,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老人主要与子女同住; 然而, 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中

青年劳动力长期外出务工冲击着代际同住的可能性, 农村仅与老伴同住或极小型家庭比例迅

速提高[3] 。 农村成年儿子因结婚而与老年父母分家, 老人的居住安排发生变动, 从而使家

庭功能由大家庭的 “家内” 向两代人的 “家际” 转化, 由此影响到代际交换并削弱了代际

支持, 易引发代际矛盾, 甚至导致老人必要关系资源的缺失[4-5] , 而代际支持对城乡老人死

亡率的影响均显著[6] 。 因此, 在当下相对非健康长寿时代的中国[7] , 尤其在养老保障尚不

完善的农村, 老年父母的死亡风险和代际同住变动所导致的代际冲突均受到前所未有的挑

战。 换言之, 保障农村老人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硕果, 提升其晚年福祉, 促进不同群体的共同

富裕, 达成社会变迁中的动态家庭代际和谐, 实现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 此方向亟待深入而

细致的探究。
 

国内外学者多聚焦于居住安排与老人死亡风险关系的静态研究[8-11] , 而对居住安排或家

庭结构 (其中涉及到代际同住) 变动与老人死亡风险关系的动态研究[12-14] 仍关注较少。
“性别悖论” 指出女性老人平均预期寿命长于男性老人, 但其健康预期寿命却短于男性老

人[15] , 为有针对性地保障农村老年父亲或母亲的晚年福祉, 考察现实中他们所经历的代际

同住变动是降低了还是提升了其死亡风险, 本文将在长寿和谐社会下探索其性别差异及

其根源。

二、 研究设计及问题提出

为了深入探究代际同住变动对农村老人死亡风险影响的性别差异, 本文结合长寿时代下

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构建过程中农村的变迁及老人境况的发展, 从生命历程和社会性别的视

角提出分析框架 (见图 1)。
既往研究, 本文将从 “居住安排与老人死亡风险关系的静态研究”、 “居住安排或家庭

结构与老人死亡风险关系的动态研究” 以及 “居住安排或家庭结构变动与老人死亡风险或

养老福祉的性别差异关系研究” 三方面进行文献回顾。
首先, 在居住安排与老人死亡风险关系的静态研究中, 有个别研究分析了代际同住变量

与老人死亡风险的静态关系[8] , 但是, 其研究结论却相悖。 一方面, “代际支持论” 认为与

子代同住的老人不仅容易获得更及时的日常照料和情感陪伴, 而且便于成年子女对老人吸

烟、 喝酒等不健康行为进行监督和阻止, 这有助于老人的身心健康[16] , 从而可降低其死亡

风险[6] ; 另一方面, “代际冲突论” 则认为与子女同住会因频繁的代际交换诱发代际矛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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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寿和谐社会代际同住变动对农村老人死亡风险影响的性别差异分析框架

而产生代际冲突, 这会不利于老年人心理健康, 进而提升其死亡风险[8] , 另外, “用进废

退” 的观点倾向支持后者并认为与子女同住易使老人生活上依赖子女, 致使其日常生活自

理能力逐渐衰退[17-19] , 从而会提升其死亡风险。 由此, 本文推理既然居住安排对老人死亡

风险影响的结论尚且异议, 那么, 鉴于我国已进入长寿时代, 老年父母的晚年期逐步延长,
代际同住发生变动的可能性更高, 会对其死亡风险构成不同冲击, 然而, 目前该方面的研究

仍待拓展。
其次, 国内外学者聚焦于居住安排或家庭结构变动与老人死亡风险关系的动态研究, 鲜

有关注代际同住变动与老人死亡风险的动态关系, 现有研究主要涉及丧偶所致的居住安排变

动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 ①丧偶所致的老人居住安排变动提升了

其死亡风险, 如研究指出老人经历丧偶变为独居, 因缺乏日常照料与情感陪伴且必须承担从

未独立承担过的家务, 这会造成其身心俱疲并提升其死亡风险[20] ; 研究还表明, 低龄老人

丧偶前和子女以外的其他人同住, 而高龄老人丧偶后独居或与子女以外的其他人同住均会显

著提升丧偶老人的死亡风险[12] 。 由此, 本文推断丧偶可能导致农村老人必须独立面对居家

生活, 而通常老年父亲不及老年母亲擅长家务等, 这尤其不利于变为独居的老年父亲并可能

致其面对更高的死亡风险; 丧偶也可能导致老人与子女同住、 相依为命, 尚在的老年父亲或

老年母亲可能会经历不同的健康及死亡风险。 然而, 此方面研究有待拓展; ②老人与子女同

住是传统且重要的居住安排形式之一, 代际同住变动会对老人死亡风险构成不同影响[13] ,
即只有在特定情境下代际同住变动可能会提升老人的死亡风险。 如有研究指出只有当老人与

子女从同住变为不同住时, 其死亡风险才会提升[14] ; 长寿时代延长了老年父母的晚年时光,
同时也增加了老年父母对于子女的赡养需求, 由此, 本文推断长寿时代下不同代际同住变动

会导致老人面临不同的死亡风险。
再次, 既往研究较早涉及老人死亡的性别差异[21] , 关注了丧偶或分家所致的居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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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对老人死亡风险影响的性别差异[22-24] , 以及家庭结构变动对其家庭养老福祉影响的性

别差异[25] , 而代际同住变动与老人死亡风险的性别差异研究尚且匮乏, 更无针对农村老人

的深入探索。 老人死亡相关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 社会制度和行为表现是造成死亡率性别差

异的关键因素, 而通过建立老人的死亡概率模型和健康状态转移模型发现, 老年女性比老年

男性更具生存优势[21] 。 丧偶或分家所致的居住安排变动对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
因丧偶变为独居的男性老人其死亡风险要高于女性老人[22-23] ; 而分家直接改变了老人的原

生家庭形态, 老人的健康会因日常习惯和方式的改变而受到影响, 导致其死亡风险提升, 男

性老人尤其因会丧失家长权威感, 健康甚至死亡风险均可能向不利方向发展[23] 。 家庭结构

变动对老人家庭养老福祉 (未涉及死亡风险) 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 家庭结构变动为

直系家庭的老年母亲其家庭养老福祉优于老年父亲, 这是因为老年父亲与成年儿子间易产生

“代际冲突”, 不利于其健康及养老福祉的获取[25] 。 由此, 本文推断这类家庭结构变动可能

会提升老年父亲的死亡风险。 简言之, 长寿时代下尽管老年母亲的平均预期寿命长于老年父

亲, 但基于生命历程及社会性别视角, 女性老人从重大生活事件中累积的健康劣势更为明

显[26-28] , 因此, 老年父母在重大生活事件下可能面临不同的死亡风险, 然而, 有关代际同

住变动对农村老人死亡风险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还待考察。
综上, 长寿和谐社会下本文将结合农村实际状况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代际同住变动与农

村老人死亡风险的关系如何? 代际同住变动对农村老年父母死亡风险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

异? 若存在显著性别差异, 其根源如何?

三、 数据与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 2001 年 4 月、 2003 年 11 月、 2006 年

12 月、 2009 年 6 月、 2012 年 9 月及 2015 年 9 月在安徽省巢湖地区依次进行的 “安徽省农村

老人福利状况” 调查 6 期跟踪数据。 调查样本为该市农村地区年龄在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口。 调查采用分层多级抽样法, 首先在巢湖农村地区系统抽取 12 个乡镇, 其次在每个乡镇

中系统抽取 6 个行政村, 接着在每个行政村抽取 60 岁及以上的老人 25 名, 其中 60—74 岁

的老人 15 名, 75 岁及以上的老人 10 名, 共同构成 2001 年基期 1800 个老人样本, 该 1800
名老人在 15 年间的跟踪调查中拒访 / 失访、 迁移样本量及死亡样本量如图 1 所示。 研究数据

剔除了 15 年间经历迁移、 离世及无子女的老人样本, 最后纳入分析的基期样本量为 1565
份, 跟踪样本量分别为 1233、 944、 696、 513、 360 份。

2. 变量设计

(1) 因变量。 因变量为老人死亡风险, 本文通过计算老人的生存时间得出, 即基期调

查日期到老人死亡时间的间隔月数[8] 。 若老人在 2001—2015 年 15 年间并未发生死亡, 即存

在右删截, 则用 2015 年调查时间与基期 2001 年调查时间的间隔月数作为老人的生存时间。
(2) 自变量。 自变量为代际同住变动。 鉴于死亡风险是老人生命后期需要面临的重大

问题, 本文首要关注的是子女对老年父母的赡养责任, 根据调查时点老人是否与子女同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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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1—2015 年 6 期跟踪调查样本量的变化分布

　 　 数据来源: “安徽省农村老人福利状况调查” 2001 年、 2003 年、 2006 年、 2009 年、 2012 年和 2015 年

跟踪数据。

标准, 结合跨越 6 期老人与子女同住和不同住的变动与否, 将代际同住变动情景划分为四种

类型: ①一直不同住; ②同住变为不同住; ③不同住变为同住; ④一直同住。 其中以 “一

直不同住” 为基准变量。 本文不同住家庭指老人独居和与配偶同住两种类型, 代际同住变

动变量采用二级测量, 具体赋值见表 1。

表 1　 代际同住变动的定义及赋值

代际同住变动 定义 变量赋值 (二级测量)
一直不同住

同住变为不同住

不同住变为同住

一直同住

分别比较相邻两期老人是否与子

女同住 ( 2001 ↔ 2003, 2003 ↔
2006, 2006 ↔ 2009, 2009 ↔
2012, 2012↔2015), 若老人从

与子女不同住变为同住定义为

“不同住变为同住”

若 15 年间老人均不与子女同住即定义为 “一直不同住”,
赋值为 1, 其余为 0

若 15 年间的相邻两期老人从与子女同住变为不同住, 即定

义为 “同住变为不同住”, 赋值为 1, 其余为 0

若 15 年间的相邻两期老人从与子女不同住变为同住, 即定

义为 “不同住变为同住”, 赋值为 1, 其余为 0

若 15 年间老人均与子女同住即定义为 “一直同住”, 赋值

为 1, 其余为 0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为老人的社会人口经济特征、 代际支持及健康状况[29-30] 。
社会人口经济特征即年龄、 性别 (0 = 女性, 1 = 男性)、 教育 (0 = 未上过学, 1 = 上过

学)、 婚姻状况 (0 =不在婚, 1 =在婚)、 独立经济收入 (0 =无经济收入, 1 =有经济收入)、
儿子数和女儿数。

代际支持包括老人与子女及孙子女间双向的经济支持、 日常照料及情感慰藉三个维度。
双向经济支持是指在过去一年内老人与成年子女之间现钱、 食品与礼物交换的总金额, 以具

体数值或 9 个区间且分数为 1—9 累加获得。 双向日常照料指在过去一年内老人与成年子女

之间相互提供的家庭事务帮助与生活起居照料, 用 “1 =有, 0 =无” 的二级测量, 并将提供

照料者所得数值进行累加获得。 情感慰藉指老人与成年子女及孙子女间双向的亲密程度、 相

处状态以及倾听心事或困难的意愿程度, 采用三级测量 “1 =从不, 2 =有时, 3 =经常”, 并

将得分累加得到, 得分越高则老人与子女及孙子女感情越好。
生理健康状况包括健康自评与行为能力两个维度。 健康自评通过询问老人 “您认为您

自己现在的身体健康状况” 进行测量, 采用四级编码 “1 =很好, 2 =好, 3 =一般, 4 =不好”
进行测量; 行为能力包括基本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PADL ( Physical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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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设施的生活自理能力 IADL ( Instrumental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活动能力 ( Mobility
 

Activity), 采取 “1 =没有困难, 2 =有点困难, 3 =自己根本做不了” 三级测量, 将各题得分

正向累加得到行为能力得分 (15—45 分), 得分越低代表行为能力越好。 ADL 量表 6 期跟踪

调查的 Alpha 信度系数分别为 0. 89、 0. 96、 0. 92、 0. 93、 0. 93 及 0. 95。
心理健康状况包括生活满意度与抑郁两个维度。 生活满意度考察老人正向的心理健康状

况, 通过询问生活满意度量表上的 8 个问题, 将各问题得分累加得到生活满意度得分 (量

表取值范围为 7—16 分), 得分越高表示其生活满意度越好。 量表 6 期跟踪调查的 Alpha 信

度系数分别为 0. 87、 0. 93、 0. 82、 0. 81、 0. 85 及 0. 73。 抑郁考察老人的负向心理健康状况。
其测量使用 CES-D 量表, 采取 “没有= 1, 有时 = 2, 经常 = 3” 三级测量, 得分累加获抑郁

程度 (量表取值范围为 9—27 分), 得分越高表示抑郁越严重。 CES-D 量表 6 期跟踪调查的

Alpha 信度系数分别为 0. 82、 0. 84、 0. 81、 0. 81、 0. 79 及 0. 77。
慢性疾病数及认知功能也能反映老人的健康状况。 慢性疾病是通过 “您现在是不是患

有下面的某些疾病?” 来测量的, 依据选项中 12 种慢性病种类将老人所患病的数目加总,
取值范围为 0—12 分, 分值越低表示其健康状况越好。 调查中共采用 6 个项目来测量认知功

能损伤程度: ①请问您住在哪个村子里? ②请问您知道中秋节是农历几月几号吗? ③请问您

知道今年农历是什么年吗? ④请您告诉我: 30 减 4 还剩几? 再减 4? 再减 4? ⑤请问您知道

现在国家领导人是谁吗? ⑥请您重复我现在说的 5 个词 (水骑马汽车树猫)。 并将得分累加

获得 (取值范围为 0—12) 认知功能状况, 分数越高, 老年人认知功能越好。 认知功能量表

6 期跟踪调查的 Alpha 信度系数分别为: 0. 68、 0. 71、 0. 67、 0. 77、 0. 75 及 0. 78。
3. 模型建立

本文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的 Cox 比例风险模型[31] 来研究代际同住变动对农村老人死亡

风险影响的性别差异, 具体建模如下:

log
hi( t)
h0( t)

= β1xi1 + β2xi2 + … + βkxik (1)

　 　 其中, β j( j = 1, 2, …, k) 称为 Cox 回归系数, 是模型的待定参数。
根据该模型, 本文老人死亡风险的具体模型如下:

log
MR ij

MR0j

= β0 + β1(Livingij - Living0j) + β2Ageij + β3Eduij + β4Marij + β5IEIij +

β6Sonij + β7Dauij + β8GFSij + β9PFSij + β10GDC ij + β11PDC ij + β12ESij + β13BAij +

β14SRHij + β15Depij + β16LSij + β17CDij + β18CF ij

(2)

　 　 模型中 MR ij 代表老人 j 在调查时点 i 的死亡风险, (Livingij -Living0j) 为老人 j 在调查时

点 i 与基期调查时点的同住变动, Ageij 为老人年龄, Eduij 为老人的教育程度, Marij 为老人

的婚姻状况, IEIij 为老人的独立经济收入, Sonij 为老人的儿子数, Dauij 为老人的女儿数,
GFSij 为老人从成年子女及孙子女处获得的经济支持, PFSij 为老人为成年子女及孙子女提供

的经济支持, GDC ij 为老人从成年子女及孙子女处获得的日常照料, PDC ij 为老人为成年子

女及孙子女提供的日常照料, ESij 为老人与成年子女及孙子女间的情感慰藉, BAij 为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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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能力, SHR ij 为老人的健康自评, Depij 为老人的抑郁程度, LSij 为老人的生活满意度,
CDij 为老人的慢性疾病数, CF ij 为老人的认知功能。 模型的估计及检验均采用 Stata11. 0 统

计软件完成。

四、 实证结果分析

1. 描述性分析结果

表 2 显示 “一直不同住” 或 “同住变为不同住” 的老年父亲比例均略高于老年母亲,
“不同住变为同住” 或 “一直同住” 的老年父亲比例低于老年母亲; 老年父亲的年龄小于老

年母亲的年龄; 老年父亲上过学、 在婚、 有独立经济收入的比例均远高于老年母亲的相应状

况; 老年父母的儿子数略高于女儿数, 表明农村青壮年男性高于女性的现状; 老年父亲较老

年母亲获得的经济支持略低而提供的略高, 老年父亲较老年母亲获得与提供的日常照料水平

及与子女的双向情感慰藉水平均较低, 表明老年母亲与子女关系较亲密且健康状况略差; 老

年父亲的健康自评得分略低于老年母亲, 但其行为能力较老年母亲要好; 老年母亲较老年父

亲的生活满意度低且抑郁程度高、 患慢性疾病数略多及认知功能水平较差。

表 2　 样本性别差异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老年父亲 (N= 735) 老年母亲 (N= 830) N1 = 1565
均值 方差 均值 方差 均值 方差

自变量: 同住变动

　 一直不同住 0. 38 0. 02 0. 33 0. 02 0. 35 0. 01
　 同住变为不同住 0. 26 0. 01 0. 24 0. 01 0. 25 0. 01
　 不同住变为同住 0. 12 0. 01 0. 13 0. 01 0. 13 0. 01
　 一直同住 0. 24 0. 02 0. 30 0. 02 0. 27 0. 01
控制变量

社会人口经济特征

　 年龄 (岁) 70. 09 0. 25 72. 56 0. 26 71. 40 0. 18
　 教育程度 (1 =上过学) 0. 38 0. 02 0. 05 0. 01 0. 21 0. 01
　 婚姻状况 (1 =在婚) 0. 61 0. 01 0. 30 0. 02 0. 44 0. 01
　 独立经济收入 (1 =有) 0. 63 0. 02 0. 48 0. 02 0. 55 0. 01
　 儿子数 2. 09 0. 04 2. 07 0. 04 2. 08 0. 03
　 女儿数 1. 92 0. 05 1. 83 0. 04 1. 87 0. 03
代际支持

　 获得经济支持 (千元) 2. 67 0. 13 2. 82 0. 14 2. 49 0. 09
　 提供经济支持 (千元) 0. 34 0. 14 0. 12 0. 02 0. 22 0. 06
　 获得日常照料 3. 90 0. 25 6. 06 0. 27 5. 05 0. 19
　 提供日常照料 2. 14 0. 16 2. 96 0. 14 2. 10 0. 11
　 情感慰藉 29. 38 0. 47 32. 48 0. 45 28. 91 0. 33
健康状况

　 健康自评 3. 00 0. 03 3. 16 0. 03 3. 09 0. 02
　 行为能力 21. 65 0. 30 25. 95 0. 32 23. 94 0. 22
　 生活满意度 12. 73 0. 09 12. 06 0. 09 12. 37 0. 07
　 抑郁 15. 96 0. 15 17. 46 0. 15 16. 76 0. 10
　 慢性疾病数 2. 11 0. 07 2. 44 0. 06 2. 28 0. 05
　 认知功能 7. 77 0. 11 5. 64 0. 11 6. 64 0. 08

　 　 数据来源: “安徽省农村老人福利状况调查” 2001 年、 2003 年、 2006 年、 2009 年、 2012 年和 2015 年跟踪数据。
注: 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独立经济收入均为分类变量, 括号内为变量非基准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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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结果及讨论

在进行 COX 回归前, 首先通过绘制老人的死亡生存曲线, 直观反映代际同住变动与老

年父母死亡风险的关系, 以及老人死亡风险的性别差异。
图 3 显示, 不同代际同住变动情景下老人的死亡风险存在显著差异 (Log-rank 检验显示

四组的生存曲线差异显著)。 其中 “一直不同住” 的老年父母的死亡风险处于最高状态, 这

可能是因为一直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父母养老资源匮乏、 孤独与抑郁程度高且自我效能感较

差。 “一直同住” 的老年父母的死亡风险处于最低状态, 这可能是因为同住情景下的 “互惠

互利” 模式及帮忙照料子女、 孙子女, 提升了其自我价值感。 “同住变为不同住” 的老年父

母死亡风险较高, 这可能是因为从与子女同住变为不同住, 他们与子女间的代际交换可及性

及水平均由高转低, 危及到老年父母的晚年福祉, 从而使死亡风险提升。 “不同住变为同

住” 情景多发生于老年父母的健康转差甚至生命晚期, 尤其当老年父母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严重受损甚至丧失的境况下, 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 日常生活照料及其过程中的情感慰藉极

大程度上保障了老年父母的生活质量, 从根本上降低了老年父母的死亡风险。 图 4 显示老人

的死亡风险与其性别密切相关 (Log-rank 检验显示两组的生存曲线差异显著), 即与老年母

亲相比, 老年父亲的死亡风险明显较高。 这或许是因家庭中承担生计重任者多为老年父亲,
他们或碍于家庭权威感, 而不要求与子女同住或子女提供的日常生活照料等, 从而代际间双

向情感交流水平较低, 以至于他们不能更好、 更及时地得到子女的生活保护, 换言之, 他们

较老年母亲缺少相对稳固的死亡风险屏障。

图 3　 分代际同住变动的死亡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 图 4　 分性别的死亡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

　 　 3. Cox 模型结果及讨论

(1) “同住变为不同住” 对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其结果与讨

论如下。
首先, 表 3 模型 1 显示, 与 “一直不同住” 相比, “同住变为不同住” 显著提升了老年

父亲的死亡风险 (β= 0. 09∗), 显著降低了老年母亲的死亡风险 (β = -0. 03+ )。 对此, 本文

认为: 其一老年父亲来讲, 在较为传统的农村父系家庭中, 老年父亲承担主要生计责任, 其

日常生活多被照料; 子女外出务工或分家会导致老年父亲的居住方式由代际同住变为代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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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住, 他们获得子女日常生活照料的难度增加, 从而容易形成相对不健康的饮食习惯[32] ,
代际情感慰藉减少, 且他们逐渐丧失了家庭权威感和控制感等, 各种境况的转变均不利于其

生理及心理健康的发展, 最终增加了他们的死亡风险。 其二对于老年母亲来讲, 老年母亲在

家庭中承担双重母职照料责任, 代际同住时因照料子女或孙子女更可能过度透支其健康, 因

此, 由代际同住变为代际不同住后, 她们所提供的日常生活照料重担会减轻, 即死亡风险随

之降低。 简言之, “同住变为不同住” 造成了老年父母死亡风险存在性别差异, 其根源或许

是农村老年父母尤其受传统文化、 习俗等历史沉淀的社会性别分工观念所致。 由此, 可促使

老年父母理性面对死亡风险而作出有益决策, 从而提升各自生命意义; 同时, 国家十四五规

划强调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 其中家庭是推进性别平等的重要场域, 弱化 “男外

女内” 或 “男强女弱” 等传统劳动模式或可降低老年父亲的死亡风险, 进而构造性别分工

包容型社会有利于我国长寿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表 3　 代际同住变动对农村老人死亡风险影响的性别差异 Cox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老年
父亲

老年
母亲

老年
父亲

老年
母亲

老年
父亲

老年
母亲

老年
父亲

老年
母亲

自变量: 同住变动

　 一直不同住 (omitted)
　 同住变为不同住 0. 09∗ -0. 03+ 0. 04+ 0. 01+ 0. 15∗ 0. 11∗ 0. 31∗∗ 0. 23∗

　 不同住变为同住 -1. 17 -1. 34∗∗ -1. 31∗ -1. 93∗∗ -1. 73+ -2. 13∗ -2. 04∗ -2. 37∗

　 一直同住 -2. 10∗∗∗ -2. 37∗∗∗ -2. 69∗∗ -3. 01∗∗ -2. 84∗∗∗ -3. 07∗∗ -2. 80∗∗ -2. 96∗∗∗

控制变量

社会人口经济特征

　 年龄 0. 21∗∗ 0. 23∗∗∗ 0. 21∗∗∗ 0. 22∗∗∗ 0. 22∗∗ 0. 21∗∗

　 教育程度: 上过学 (未上过) -0. 64∗ -0. 28 -0. 63∗ -0. 31 -0. 88+ -0. 63
　 婚姻状况: 在婚 (不在婚) -1. 42∗ -1. 09 -1. 45∗ -1. 22 -1. 32∗ -1. 11
　 独立经济收入: 有 (无) -0. 15∗∗∗ -0. 75∗∗ -0. 22∗∗∗ -0. 67∗∗ -0. 35∗∗∗ -0. 61∗∗

　 儿子数 0. 07∗ -0. 23+ 0. 34+ -0. 55+ 0. 40∗ -0. 69+

　 女儿数 0. 06 0. 06 0. 26 -0. 27∗ 0. 26 -0. 38+

代际支持

　 获得经济支持 -0. 37∗ -0. 11∗ -0. 39∗ -0. 14+

　 提供经济支持 -0. 03∗ 0. 31+ -0. 02∗ 0. 21∗

　 获得日常照料 -0. 04∗ -0. 09∗∗ -0. 02+ -0. 07∗

　 提供日常照料 -0. 02+ 0. 18∗∗ -0. 03+ 0. 11∗∗

　 情感慰藉 -0. 01∗ -0. 14∗∗∗ -0. 06∗∗ 0. 16∗

健康状况

　 健康自评 0. 57∗∗ 0. 44∗

　 行为能力 0. 13∗∗∗ 0. 07∗∗∗

　 生活满意度 -0. 04∗∗∗ -0. 19∗∗

　 抑郁 0. 09∗ 0. 11∗

　 慢性疾病数 1. 19∗∗ 1. 07+

　 认知功能 -0. 17∗∗ -0. 05∗

LL -3556. 77 -3589. 44 -4357. 21 -4561. 23 -4876. 21 -4978. 65 -4785. 67 -4356. 15
df 3 3 9 9 14 14 20 20
样本量 735 830 735 830 735 830 735 83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变量基准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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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对于老年父亲来讲, 在控制社会人口经济特征因素后, “同住变为不同住” 对其

死亡风险的显著性减弱 (β= 0. 04+ )。 本文认为: ①产生这种变动的老年父亲更可能上过学、
尚有独立经济能力及身体较健康, 他们有条件选择不与子女同住; 而且, 当他们的居住方式

由 “同住变为不同住” 后, 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也因独立应对生活诸方面而得到加强和锻

炼, 从而使其死亡风险降低。 ②有老伴对老年父亲的晚年生活具有显著的保护作用, 这正如

俗语 “少年夫妻老来伴” 所阐释的, 在相濡以沫的老伴陪伴下, 老年父亲于日常生活中获

得温馨、 无微不至的关怀、 理解和认同, 他们被老伴保护而相对规避死亡风险, 即死亡风险

降低。 ③对于在控制代际支持后老年父亲死亡风险逐渐增加的结果, 这可能是由于 “同住

变为不同住” 后, 代际经济支持的邻近效应使得老年父亲在获得不同住子女提供的经济支

持上更加困难[6] , 且随年龄增长健康状况逐渐恶化, 他们更需要日益增加的日常照料, 然

而, 这些很难被不同住的子女所保障, 因而不利于老人的生理健康; 同时, 这种变动不符合

赡养老人的传统习俗, 因此也会使老人产生不良的心理感受, 最终会提升老年父亲的死亡风

险。 而且, 在长寿时代的中国, 如上状况正呈现加强趋势, 更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
再次, 对于老年母亲来讲, 不容忽视的是控制社会人口经济特征后, “同住变为不同

住” 对老年母亲死亡风险的影响由显著降低 (β = -0. 03+ ) 转为显著提升 (β = 0. 01+ ), 且

在控制代际支持和健康状况后该显著性呈逐渐增强趋势。 对此, 本文认为, 依据生命周期累

积劣势理论, 相对于老年父亲, 老年母亲长期以来处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 劣势的健康状

况之中, 且随年龄增加其健康逐渐恶化, 她们更加需要子女提供递增的经济支持、 日常照料

及情感慰藉。 然而, 不与子女同住难以获得以上资源, 不利于老年母亲的身心健康, 因而显

著提升其死亡风险。 “儿子数” 或 “女儿数” 对于老人死亡风险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具体

为儿子数显著提升了老年父亲的死亡风险, 但显著降低了老年母亲的死亡风险; 女儿数显著

降低了老年母亲的死亡风险。 如此结果或许揭示了在一定程度上男性成为弱势群体, 更值得

关怀, 而鉴于有利于老年母亲的结果或许可以改善当前适龄女性的生育观。
(2) “不同住变为同住” 对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也存在显著性别差异, 其结果与讨

论如下。
表 3 模型 1 显示, 与 “一直不同住” 相比, “不同住变为同住” 仅显著降低了老年母亲

的死亡风险 (β= -1. 34∗∗), 这或许因为老年母亲对于此类生活事件的转变更敏感, 且她们

比老年父亲更易融入与同住子女的生活氛围, 这有利于其身心健康和晚年福祉的提升, 因而

与子女同住构成了其晚年生活有力而坚固的屏障。 模型 2 显示在控制社会人口经济特征后,
“不同住变为同住” 对老年父亲死亡风险降低的影响由不显著转为显著 (β= -1. 31∗)。 这或

许是因为: ①老年父亲随年龄增加, 其独立经济收入逐渐下降甚至丧失, 而他们对获得子女

照料及经济支持的需求却呈递增趋势, 其代际同住驱动机制由向下需求转为向上需求为

主[33] 。 ②这种同住变动多发生在老年父亲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或丧偶的情况中, 从而弥补了

丧失老伴的危害, 获得子女照料的同时也能尽享天伦, 故老年父亲的死亡风险降低由不显著

变为显著。 ③有老伴仅显著降低了老年父亲的死亡风险, 反映了老年父亲较老年母亲更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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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婚姻, 婚姻作为一种结构性要素尤其对老年男性的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34] 。 换言之, 在

当前长寿时代中国, 由于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 再婚对于丧偶的农村老年父亲来讲, 本

人、 家庭子女及邻里朋友均应持开放的态度, 接纳他们再次寻找漫长的晚年生活伴侣的行

为, 从而提升其晚年福祉并间接减轻子女赡养的物质及精神负担。
模型 3 和模型 4 在控制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和健康状况后, “不同住变为同住” 对老年

父母死亡风险降低的显著影响仍存在, 且对老年母亲死亡风险的影响大于老年父亲。 这可能

是因为老年父母随着年龄增加, 其身体状况不断恶化更需要代际支持, 所以与子女同住使其

更易获得子女提供的照料, 从而显著降低了老年父母的死亡风险; 且老年母亲的社会经济地

位较低[35] , 更依赖于家庭养老, 故与子女同住对老年母亲死亡风险的降低作用更强。 因此,
“不同住变为同住” 对老年父母的生命质量及死亡相关经历或体验均具有保护作用。

(3) “一直同住” 对老年父母的死亡风险均构成显著负向影响, 但无性别差异, 其结果

与讨论如下。
表 3 模型 1 显示, 与 “一直不同住” 相比, “一直同住” 均显著降低了老年父母的死亡

风险 (β= -2. 10∗∗∗, β = -2. 37∗∗∗ )。 对此, 本文认为: ①一直代际同住使得老年父母与子

女及孙子女之间的代际交换在长期磨合互动中已达平衡状态, 该状态便于老年父母为子女提

供日常照料, 反之, 基于交换理论视角, 与子女同住也便于子女对父母的养育之恩以经济、
劳务和情感慰藉的形式给予回报, 从而使老年父母得以尽享天伦之乐。 ②在加入社会人口经

济特征、 代际支持和健康状况变量后, “一直同住” 对老年父母死亡风险降低的显著作用有

所增强。 这可能是因为处于一直同住状态的老年父母, 在低龄时身体尚可、 经济独立, 他们

通过为子女提供家务帮助以及照顾孙子女来实现老有所为并获得人生价值[16] , 这有利于老

年父母的身心健康, 从而降低他们的死亡风险。 而随着年龄增长, 身体各项机能逐渐退化,
代际同住的老年父母更易获得子女及时且恰当的代际支持, 这将提高老年父母的老有所依

感, 促使他们尽享天伦之乐。 因此, 在养老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农村, 一直代际同住均显著

降低了老年父母的死亡风险, 在当前及未来长寿时代下, 农村家庭养老仍需长期发挥作用,
从而实现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五、 结论

本文系统剖析了长寿和谐社会下代际同住变动对农村老人死亡风险影响的性别差异, 研

究有如下发现。
与 “一直不与子女同住” 相比, “同住变为不同住” 显著提升了老年父亲的死亡风险,

却显著降低了老年母亲的死亡风险。 该发现反映了农村老年母亲较老年父亲独立生活能力

强, 老年父母仍持传统性别角色的观念; 揭示了淡化 “男外女内” 或 “男强女弱” 等传统

劳动模式或可降低老年父亲的死亡风险, 构造性别分工包容型社会更有利于长寿和谐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
与 “一直不与子女同住” 相比, “不同住变为同住” 显著降低了老年母亲的死亡风险,

当控制住有老伴后, 对老年父亲死亡风险的负向影响由不显著转变为显著, 即在代际同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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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下有老伴仅显著降低了老年父亲的死亡风险。 该发现反映了老年父亲更受益于婚姻, 揭示

了个体、 家庭及社会应鼓励农村老人再婚, 旨在提升其晚年福祉, 从而间接减轻子女于长寿

时代相对漫长的物质及精神赡养负担, 以实现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
与 “一直不与子女同住” 相比, “一直同住” 均显著降低了老年父亲或老年母亲的死亡

风险。 该发现反映了一直代际同住仍是当前农村所崇尚和盛行的居住方式, 也是老年父母最

受益的家庭决策, 体现了成年子女是老年父母构筑牢固晚年生活屏障的决定力量, 从而确保

了长寿时代下老年父母的晚年福祉, 间接保障了农村老人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硕果, 有利于实

现共同富裕及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因此国家所倡导的代际同住或就近居住需要个

人、 家庭及社会的共同努力。
总之, 在当前及未来长寿和谐社会下, 农村老年父亲或老年母亲将会面对不可回避的重

大生活事件, 其代际同住方式或许发生迥异变化并对其死亡风险构成不同的影响。 鉴于我国

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 国家及社会应在以下三方面作出努力: ①政府应对处于健康劣势的

老年母亲给予政策和服务保障等诸方面的倾斜, 同时为保障农村老年父母的晚年福祉, 应提

倡淡化传统性别观念和传统劳动模式, 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 达成社会变迁中的动

态家庭代际和谐, 实现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②鼓励农村丧偶老人摆脱传统婚姻

“从一而终” 观念的约束, 鼓励老年父亲及老年母亲再次追求并重建婚姻生活的勇气, 赋予

他们再婚的自由选择权; 同时, 子女、 街坊邻里、 亲朋好友及社会舆论应共同营造老人宽松

自由的再婚氛围, 尊重他们再次追求个人幸福的选择, 间接重构长寿时代下和谐的代际关

系。 ③在当今及未来长寿和谐社会下, 家庭养老对农村老年父母仍必不可少, 互助养老及社

会养老应予以弥补; 同时, 个人、 家庭及社会应积极践行十四五规划中关于支持家庭应承担

的养老责任, 积极响应政府关于子女与老人共同生活或就近居住的倡导, 并为之付出共

同努力。
本文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比如长寿时代适老化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并未涉及, 未来确

定可以进一步探索; 未来可用多种方法验证性别差异, 突出稳健性; 为提升长寿老人的晚年

福祉, 如何实现国家所倡导的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共同生活或就近居住, 亟待学界及社会各

方的探索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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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extension
 

of
 

the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has
 

accelerated
 

the
 

entry
 

of
 

Chi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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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ra
 

of
 

longe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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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
 

social
 

popul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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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generational
 

living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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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and
 

their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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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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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k
 

of
 

death
 

of
 

the
 

elderly.
 

How
 

to
 

ensure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with
 

a
 

longer
 

age
 

is
 

aimed
 

at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ch
 

as
 

intergenera-
tional

 

friendliness
 

and
 

gender
 

friendliness.
 

Based
 

on
 

the
 

follow-up
 

survey
 

data
 

of
 

“the
 

living
 

and
 

welfare
 

status
 

of
 

the
 

rural
 

elderly
 

in
 

Anhui
 

Province”
 

spanning
 

15
 

years
 

and
 

6
 

period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x
 

proportional
 

risk
 

model
 

to
 

deeply
 

analyze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the
 

change
 

of
 

living
 

together
 

between
 

the
 

rural
 

elderly
 

and
 

adult
 

children
 

on
 

their
 

death
 

risk.
 

The
 

study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never
 

living
 

with
 

their
 

children”,
 

the
 

“living
 

together
 

to
 

live
 

differently”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death
 

risk
 

of
 

elderly
 

fathers,
 

but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death
 

risk
 

of
 

elderly
 

mothers;
 

“ Changing
 

from
 

different
 

residence
 

to
 

living
 

together”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risk
 

of
 

death
 

of
 

elderly
 

mothers,
 

while
 

“changing
 

from
 

different
 

residence
 

to
 

living
 

together”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risk
 

of
 

death
 

of
 

elderly
 

fathers
 

after
 

controlling
 

the
 

presence
 

of
 

old
 

wives;
 

“ Always
 

living
 

together ”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risk
 

of
 

death
 

of
 

elderly
 

fathers
 

or
 

elderly
 

mother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rural
 

elderly
 

are
 

still
 

bound
 

by
 

the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Desalinating
 

the
 

traditional
 

labor
 

models
 

such
 

as
 

“male
 

outside
 

female
 

inside”
 

or
 

“male
 

strong
 

female
 

weak”
 

may
 

reduce
 

the
 

death
 

risk
 

of
 

the
 

elderly
 

father,
 

and
 

building
 

a
 

gender
 

division
 

inclusive
 

society
 

is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It
 

reveals
 

that
 

old
 

fathers
 

benefit
 

more
 

from
 

marriage,
 

and
 

remarriage
 

should
 

be
 

encouraged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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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ural
 

areas,
 

so
 

as
 

to
 

improve
 

their
 

well-being
 

in
 

their
 

later
 

years
 

and
 

reduce
 

the
 

burden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support
 

for
 

their
 

children
 

in
 

the
 

relatively
 

long
 

age
 

of
 

longevity;
 

It
 

reveals
 

that
 

adult
 

children
 

are
 

the
 

decisive
 

force
 

for
 

the
 

elderly
 

parents
 

to
 

build
 

a
 

solid
 

death
 

risk
 

barrier.
 

The
 

intergenerational
 

living
 

together
 

or
 

living
 

nearby
 

advocated
 

by
 

the
 

state
 

requires
 

the
 

joint
 

efforts
 

of
 

society,
 

families
 

and
 

individuals.
 

This
 

pape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duce
 

the
 

risk
 

of
 

death
 

of
 

elderly
 

fathers
 

or
 

mothers
 

in
 

rural
 

areas,
 

ensure
 

their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their
 

later
 

years,
 

and
 

share
 

health
 

dividends
 

and
 

the
 

fruit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rural
 

elderly;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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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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